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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文化外交活动日趋活跃，相关研究开始增多。文
化外交的定义大致有两种( 缪开金，2006: 23) : 1) 主
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文

化战略目标的一种外交活动; 2) 各国及其人民为增
进相互了解而在观念、信息、艺术等方面的交流
( Cummings，2003: 1 ) 。这两种观点的侧重点不同:
前者视文化为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而后者视对外发

展本国文化为目的本身。既然是外交，文化外交的
主导者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外交对象则是外国

公众和政府。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密切相关，一些
学者( 如 Taylor，2011 ) 认为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外交可以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减少

彼此之间的成见，提高双方互信程度，增强软实力，

提升国家形象。软实力这一说法的提出者约瑟夫·
奈( Nye，2004) 认为，一国的软实力基于三种资源:
文化、政治价值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形象
与其自我形象通常不同，比如我们认为中国热爱和

平、追求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美国对中
国的看法却截然相反。这充分表明了我国实施文化
外交的必要性。
文化外交的方式包括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 如

文化代表团的互访) 、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如设立孔
子学院) 、信息交流活动( 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
电影、互联网) 等( 缪开金，2006) 。翻译是文化交流

的桥梁，在文化外交活动( 特别是信息交流活动) 中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国会文化外交咨询委员
会 2005 年在其报告中称“翻译位居文化外交举措的
中心”，建议国会设立翻译专项资金，将国内外重要
的文学、哲学、政治、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或外语。
2007 年，时任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蔡武在
首届“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
幕式上明确指出: “翻译工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
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

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

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

不多。加拿大 Luise von Flotow 教授曾于 2007 年撰
文介绍高雅文学( 比如诗歌) 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

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
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

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 简称外宣) 和文化“走出去”
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
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
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 Lasswell，1948) 为

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

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

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
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 传播

主体( Who) 、传播内容 ( Says What) 、传播渠道 ( In
Which Channel) 、传播受众 ( To Whom) 和传播效果
( With What Effects) 。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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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
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 ( 郑晔，2012: 11 ) 。这些要素
相互关联。
2 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

构的国家。该国于 1883 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
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 1934 年设立
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 1938 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
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 年 4 月，周
恩来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 “我们的
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
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 ( 1963 )
在其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中国的文化外
交》) 一书中列出中国自 1949 年至 1960 年有关文化
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
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

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
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

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

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
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

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 年至 1976 年的
“文革”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
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

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 年，邓
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

济阶段。2004 年 8 月，原胡锦涛主席在第十次驻外
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
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

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
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

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
·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
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

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 魏格林，2010: 80) 。
2. 1 译介内容

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
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
1952 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
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
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 包

括“五四”时期) 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 戴延年，陈
日浓，1999: 30-31) 。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
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
1951 年。
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 年至 1976 年外宣

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 如毛泽东著作和政策法

令文件) 。据统计，1949 年至 1966 年间，外文出版
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 494 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
占总数的 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 23%。( 滕
梅，曹培会，2013) 外文出版社在 1953 年工作计划中
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
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
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
乎一种也没有”( 周东元，亓文公，1999a: 71) 。文革
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毛泽东思

想和宣传“文革”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
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
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

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

选现当代作家，“文革”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
鲁迅一人( 郑晔，2012) 。

1981 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
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
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 2009 年
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 200 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
149 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 97 种、诗歌散
文戏剧类有 33 种、信息性文本( 如《藏北游历》) 有
15 种( 耿强，2012 ) 。1995 年，《大中华文库》( 汉英
对照) 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

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 110 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
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 90 余种。进
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 2004) 、“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
译介工程”( 2006)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 2006)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 等。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2

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
至 2009 年 30 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
书累计有 9763 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
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
类，各占 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 10%，马列主义与
毛泽东思想类数量不足 1%。
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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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
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

书明显增多。
2. 2 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

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 ( 郑晔，2012 ) 。新中国成立
后，外文局( 1963 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 长期以
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
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

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
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
20 多家。1980 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
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

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 ( 戴延年，陈日浓，1999:
378) 。
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

文编辑( 即译者) 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
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
( 2001: 190) 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
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

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

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
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
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郑晔，

2012) 。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 1997 年
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
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 周东元，亓文公，

1999b: 475) 。
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

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
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

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
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
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

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
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
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
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
( 赵芸，袁莉，2010) 。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 3 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 非盈利性的对

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
和文化组织机构( 如作家协会) 推动，后者则通过市

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

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

( 1963 年改由外文局领导) ，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
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
1953 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 82%，
非贸易发行占 18%”( 戴延年，陈日浓，1999: 40 ) 。
1959 年 12 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
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
“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 同上: 100) 。不过，
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 1997 年讲，80 年代
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
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

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 周东元，亓文公，
1999b: 469) 。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
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

达到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 80 年代，随着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 1989 年政治风波的
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 年代时年
发行量由原来的 3000 万册降为几百万册 ( 同上:
470) 。

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
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

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
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
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 如海外知名
出版机构) ，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
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
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曲慧敏，2012: 56) 。
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

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
越来越重要。2013 年 11 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
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
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
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
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
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

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
2011 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 4 译介受众与效果
“文革”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
( 苏联、东欧) 、民族主义国家( 亚、非、拉) 和资本主
义国家( 欧、美、日本) 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
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 郑晔，2012) 。外文出版

·33·



社 1955 年在总结经验时称毛泽东著作、文艺作品和
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

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

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

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
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

文译稿的编辑工作。( 周东元，亓文公，1999a: 113-
117)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
1962 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
顾读者”的方针问题。( 同上: 243) “文革”期间，外
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

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
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
性。( 同上: 257)
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

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

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
表明，在 80 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
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1989 年的政治风波强化了英美民
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
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

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 ( 耿强，
2010) 90 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
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 年《中国文学》停
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
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
国际书店( 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在 80 年
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

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
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
和中文学习者。
3 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 1 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

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

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
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
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

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

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
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

识到这个问题，其在 1962 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
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
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
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
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 周东元，亓文公，
1999a: 250-251) 80 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
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

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
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 ( 钟馨，

2010) 。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 2 译介内容

80 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
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

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

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

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
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 周东元，亓文公，

1999a) 。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
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
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
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

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
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

外围的物质文化层( 如长城、兵马俑) 、中间的制度
文化层( 如风俗习惯) 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 曲
慧敏，2012) 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
值观走出去。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
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

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 如爱情、家庭、
环境问题) 、传统文化( 如文化典籍) 、关于旅游教育
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 ( 比如政治
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 等 ( 胡兴文，
巫阿苗，2014 ) 。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
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

代作品( 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 的需求增大。
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

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
接收有四个层次: 1 ) 了解所传播的信息; 2 ) 理解我
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3 ) 同意或同情; 4 ) 信服 ( 沈苏
儒，2009) 。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
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

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
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43·



3. 3 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 50 年

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
则，其中的“信”( 即忠实) 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
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
译( 特别是文学翻译) 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
英翻译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讲，国外编辑在
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
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

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
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

的结尾( 李文静，2012) 。
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

译、阐译、译写等( 黄忠廉，2000) 。当今社会，“文化
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 年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 3000 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
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
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
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
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
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
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

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
时再推出全译本( 胡兴文，巫阿苗，2014) 。
3. 4 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

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

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

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

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
有研究表明，2001 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
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

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
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 2001-2010 年间被翻译出
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 何明星，2013) 。目
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

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

源( 蔡武，2014: 234 ) ，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
的指导以及资助。
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

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
为解决这个问题，自 2007 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
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

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

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
评论道: “译文酬金 N 年不变，致成爝火; 译著一般
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

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 赵芸，袁莉，
2010: 18) 始于 2010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 40 万元，这为翻译
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 结语
本文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

译介受众和效果等方面简要介绍了我国文化外交的

历史发展及经验教训。目前国内所用的对外宣传
( 简称外宣) 、对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等说法在某
种程度上都不如文化外交这一说法，因为前三者强

调的都是信息的单向输出，有强加于人的意味，而文

化外交则是政府主导的双向文化交流( 尽管其重点

仍是对外信息传播) ，注重与受众的交互。此外，在
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与作者被推上神坛，人们关注

的更多的是原作、译作、作者、译者之间的关系，特别
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比研究，对受众关注不多。
从译作传播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探讨翻译策略等理论

问题，无论对文化外交工作，还是对翻译学科的发

展，其意义都将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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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History and Strategies Analyze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her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mage，and cultural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m． Taking as a framework Lasswell’s model of communication that includes five elements，i． e．，Commu-
nicator，Message，Medium，Audience，Effect，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a’s translation-mediated cul-
tural diplomacy since 1949，discusses the lessons that have been learned，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adopted over the decades，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hat may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cultural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o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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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战略论坛( 2014)”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行
由《上海翻译》编辑部主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协办、海口经济学院外语学院承办的首届“翻译研究战

略论坛”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海口举行。论坛主题是“中国翻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来自境内
外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论坛。论坛按照提交论文( 或发言提纲) 的内容，分成总论、分论与中国传统
译论等三个专题，次第展开交流发言，此后展开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争论。论坛不仅使同仁之间互收丽
泽之益，而且为我国翻译研究界也带来一连串新的思维与信息。这是一次涉及中国的翻译理论下一步应取
何种走向的有益论剑尝试。《上海翻译》名誉主编方梦之教授以十六个字为论坛作了扼要的总结:会议紧
凑、论题宏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上海翻译》将从 2015 年第一期起陆续刊登这次论坛的文选，以饗读者。考虑到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
学者没能参加论坛，或者来不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翻译研究战略论坛”专用邮箱 shfyzl@ sina． cn 在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前仍将继续接收符合这次论坛主题的论文，并将一视同仁地择优在《上海翻译》上登出
或收录将由外教社出版的“翻译研究战略论坛论文专辑”。
第二届“翻译研究战略论坛”初定于 2015 年 11 月在苏州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我国翻译教学的创新

与发展”，相关具体的通知将在《上海翻译》第二期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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